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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理想　(A Great Nation)

Ⅰ. 簡介

本文對談判與決策中的權力(power)和信任(trust)進行批判性的評論。人們容易忘記一個關於談判

的基本事實，那就是當你在談判時，你並非在對付一個抽象的反對概念，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因

此，毫不奇怪的是，像人的權力與信任的現象應該有一個在這個過程中顯著的影響。然而，這些現象

是廣泛而複雜的，並且往往太過抽象，以致於我們可能會忽略它們的重要性。故，本文提出對權力與

信任更細緻深入的分析解釋。但在這之前，必須先解釋「談判」和「決策」這兩個重要的概念。

談判可能在各種情況下進行。湯普森(Thompson)其定義為“一個人際決策中，�了達到目標的必要

過程，是不能敷衍了事的＂在國際談判具體來看，Kremenyuk提出三個範例來陳述這個他認為會不斷

進展的概念―― 談判作為「更大戰略的一部分」(part of a bigger strateg)、「一種溝通手段」(a means 

of communication)和「一個決策過程」(a decision-making process) 。本文將評估權力與信任在這些不同

的情境中的影響，但會把焦點放在談判作為決策機制的部分。

Ⅱ.權力(Power)

權力可說是遍及各種形式的談判，事實上，「談判」這個詞會讓人直觀聯想到權力競賽和強硬地

討價還價的印象：但若能更全面的瞭解權力，將能揭示它在談判和決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本節將把

權力分析為結構( structure)和策略(strategy)、談判方法(approach to negotiation)，並且用不同形式、來源

的權力闡明這一複雜的機制。

1.作為結構和策略

加強協議的基礎架構源自於:假設協議開端於政黨間特定的權力散播之構造論者的傳統，散

播播的開端為扭曲整個交涉過程，以及決定最後的協定。舉例而言，研究指出強權國家(如美國

)和較它弱勢的國家交換匯率時，占主導優勢。就每一個政黨擁有的權利多寡來看，協議的架構

可分類為權力對等與不對等。權力不對等是國際協議間最常見的架構形式。舉例而言，南北半

球間的貿易關係一般被視為不對等的：北半球擁有較多經濟力量。構造論者會就權力對等與不

對等的權力架構進行誰為較有利、有效率的協議方式。

構造論分析明顯的視權力為政黨能夠拿到談判桌的固定資源。(例如一國的軍事影響力或

一家公司的經濟能力)然而，這樣的固定資源即使在構造論主義的學校依舊被視為太過狹義的手

段。研究指出，即使是居於較弱勢地位的小州，也不必依照較強勢州的意願簽定條款。為了瞭

解此一現象，有必要把權力解構為更有關連性、可理解的概念。有關連性的面相在Dahl's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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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中為A因為擁有凌駕於B的權力而能驅使期做非出於其意願之行為，例如:雖然多數非政府組

織(NGOs)比起世界銀行擁有較少的資源，但當世界銀行把它們囊括進其體系中時，卻能增加世

界銀行得正當性。在過去，參與其中的非政府組織某程度上能影響世界銀行的代辦事項。就此

看來，不對等的團體之間能充分享有互相依賴的關係。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權力的價值因人而異。一個團體對於狀況的感受比客觀現實

更能影響其決定Zartman和 Rubin研究協議中的權力，將其定義為：某方產生預期的影響於

另一方，可能參與資源使用的知覺能力。他們探討較弱勢的一方如何藉由策略操作，拉平競

賽場域，來改變較強敵人的觀感。從當代的商業領域中，市場力量較獨立的公司經常企圖形

塑商業夥伴和顧客的觀感，以強化他們的特殊產品之小受例，甚至把自己和較大的公司連結

起來。

根據上述的分析，權力似乎包含了超越靜態與結構上的協商型式。權利也可透過＂意願和

技巧＂來操作。然而結構上的權利也能是個重要的關鍵，例如擁有較多權力的政黨或許對在權

力較弱勢的政黨所提出的政策較不重視，也就無法獲得充分及正確的資訊以進行協商。也就是

說，權力有時會負面的影響了權力擁有者做決定的能力。甚至，就像Fisher和Ury所指出的，一

個政黨所擁有的資源並不是一定會轉換為其有效的協商權力及能力。作者以美國作為例子:美國

是個擁有很多核彈的富裕強國，但卻沒有將其資源運用於遏阻恐怖行動或是釋放被囚禁在如貝

魯特等國家的人質。

2.做為一種方法

經過了結構及策略上的分析，文章現在要探討＂權力基礎＂的協商方法。根據Thompson，

以＂贏＂為最首要的目標將會成為一種充滿競爭的協商模式。普遍的權力基礎方法包括了高壓

強迫、脅迫恫嚇或是運用個人的地位或是資源以戰勝對手。在冷戰時期蘇聯的領導人赫魯雪夫

(Khrushchev)和美國總統甘迺迪(Kennedy)在1961年於維也納召開的會議中，赫魯雪夫就使用了

權力基礎的協商手法，對甘迺迪採取強勢的態度。回到赫魯雪夫的立場，協商被他視為以鞏固

蘇聯地位的策略的一部份(加上其他如軍事發展等等的策略)。而這也是當時的美國總統甘迺迪

所缺乏的溝通工具及做決策的方法。

許多研究顯示權力基礎的方法可能是高支出及危險的。其在短期內或許能有些許的獲益，

但長期看來，以權力做為基礎可能會導致令人不快的結果。這是因為當人們遇到不友善的對手

時，容易傾向於權力的互相鬥爭或是衝突。這樣的衝突可能會導致對方有報復的想法或是行為進

而阻礙了有效的協商進行、破壞雙方的關係，甚至提前失去了將來可能合作的機會。以勞工衝突

為例，任何一方使用權力基礎的方法將容易導致衝突的擴大、雙方的僵持甚至是勞工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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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之間的廣泛認同:信任對於有效的談判是很重要的。然而，一個對於信任更複雜的理解是必要

的，以了解它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談判和決策。本文將首先分析是否信任是談判的先決條件。然

後將討論信任如何扮演在協商過程中的一個目標和策略，並以兩個例子作為推斷。

1.以信任為前提

信任可被定義為――「一種對另一個人的信心的表達......，不會因為他的行為而處於危險之

中，甚至受到傷害」。湯普森視信任為談判的「基石」。這讓人聯想到，信任是否因此成為談

判中的先決條件的問題。在某些情況下，信任的存在，在所有各方進行談判之中，是不可缺少

的。在傳統的中國企業界，個人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以至於商人投入巨資培養。然而，信任

的重要性是特定於文化和具體情況的。如果說信任對於所有協商是必要的，似乎言過其實。舉

一個極端的例子，在與綁架者進行談判的過程中，不可能有任何信任的開始。然而，這是一個

急需的情況下談判，這種談判的目標之一是至少建立有一些相互信任，使劫持人質者會更願意

來表達自己的意圖。

2.以信任為目標

當然，建立信任本身可以是一個談判的目標。這可能是源於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信任的內

在價值。湯普森認為，一個「雙贏」談判的結果，會使任何他們所關心的效益達到最大，而信

任，才能合理地成為其中之一的效益。信任也使雙方發展和維護他們的關係。例如，1985年的

日內瓦領袖會議中的美國總統雷根和蘇聯的戈爾契夫之間的主要目標，就是培養在冷戰下猜疑

和敵視的氣氛中一定的相互信任。

3.作為一種策略

信任不僅是最為關係建立的方式之一，也可以在認知行為方面，幫助整合，並且得知如何

與他人討價還價，知道雙方的底線，有助於雙方合作。一個建立於信任上的企業雙方，會更樂

於分享資訊，不會惡意競爭，而是朝永久合作發展。以在巴基斯坦的敘利亞哈瑪市和以色列為

例，因歷史上長久的不信任，雙方時有互相扯後腿的現象，且難以重新互相信任，需要更加具

體的和解方法。例如說在1963年時，美國總統甘迺迪宣布停止核武的發展，因此使得國際形勢

趨緩。

但是任何事都是一體兩面的，信任不一定總是會帶來好的結果。當雙方關係建立在信任上

時，可能會因此而失去競爭的優勢，即使競爭會比合作帶來更多利益。而且當我們對一個人的

信任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可能反倒會危及自己的利益。每當我們認為一個人是可以信任時，

對方其他的特質極有可能也連帶地被接受，這稱為：「榮光效應」。只要一項正面的特質，就

能影響別人看待自己的觀點了。在之後的例子中，我們會更詳細介紹信任關係的好處以及限

制，並且理解：一個被信賴者對於信賴者會有什麼樣的優勢。

然而，權力基礎的方法並不是在所以情況下都有害，例如當兩方之間處於僵局時，運用權

力的策略或許就是需要的，甚至是必須的。運用類推“[p]ower in negotiation is about getting a 

slice of the pie＂

從談判結果的公用事業），湯普森主張使用「開明的力量」，談判者可藉此「透過創

造一個更大的的餡餅來獲得更大的分額」（即利用聯合獲得創造性的機會）。她認為握有

高權位的一方有時無視弱勢的一方，如果實力較弱的當事人可以策略性的加強其權力，他

們可以藉由增進相互的收益的方式，潛移默化的影響實力較強的那方，比如說：提醒強勢

者以前未開發的領域之共同利益。

3.權力的來源和形式：例子

本節探討三個具體權力的來源和形式。首先是權威的權力，這往往是一種結構性權力，例

如：環境條約的談判，科學界的命令之影響力來自於它的權威。管理權通常掌握在特定職位者

（合法權力）或具有特殊專長者（專家權力）手上。不管被稱呼為什麼，權威的本質可以具有

巨大的影響力，特別是在誘導服從的情況。恰爾蒂尼觀察一般人如何在缺乏意識自主下，向權

威者提出要求。他認為，即使是單純的符號（如標題）也足夠使人們遵守，權威者可以使人們

容易受到剝削（當它被惡意使用）或欺騙（當它是偽造的）。

第二個例子是有關「談判達成的協議之最佳替代」（BATNA）作為談判中的力量之

源。根據古德溫的說法，一個BATNA「設置任何可以接受的談判達成的協議必須超過的門

檻值」，除了繼續進行談判，這也是一個黨的“B計劃＂選項，費希爾和尤里斷言，誰的

BATNA越好，誰就是越強大的一方。這個邏輯很容易捉摸，例如：另一家公司願意供給高吸

引力待遇的員工，面對他/她目前的老闆將有更大討價還價的力量，一個BATNA可以形成談判

結構的一部分，但它也受到戰略操縱。在談判中，不僅可以改善自己的BATNA，也可能改變

對方BATNA的客觀價值，中國逆轉台灣的盟友外交承認之戰略即是一個明顯企圖削弱台灣的

政治選擇。

最後一個例子是威脅的舉動，一種與權力為基礎的方法相關的策略，例如：朝鮮領導人金

正日，使用威脅和挑釁來實現他的目標，在國際舞台上已經惡名昭彰，這些都體現在他的強硬

的言辭、集結與部署。

對於一個有效的威脅，它必須針對目標的根本利益，如一個國家的安全問題。它也需要

被認為是可信的。（對方必須相信發行者有能力解除威脅。雖然對方在面臨危機時，可能會

向發行者屈服。）像視以權力為主的其他策略（用威脅的方法可能事與願違，危機增加且關

係破裂。

Ⅲ.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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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舉例說明：各種信任模式 

因身分而產生的信任，通常是由與對方感情上的連結而產生移情作用，進而到信任對方

所說的希求和意向，最常發生在朋友之間。朋友間的情懷與連結是最常產生身分信任模式的

原因。舉例來說，雷根和戈巴契夫能夠在1980年代建立了合作關係部分就是因為他們在多年

內多次面對面對談，雷根也盡力在對談中建立不帶有惡意的氣氛，而最好的做法就是找到共

同的興趣，以他的幽默感主動化解緊繃氣氛。朋友關係和共同的嗜好通常都能幫助建立信任

並達成共識，有時甚至是下意識的呢。Cialdini發現，銷售員在推銷自家產品時通常都會先和

客戶成為好友，因此才會說，當我們在某些情況下信任某人時，可能反倒會提高被剝削或利

用的風險。

因為友誼和喜愛傾向於產生信任和同意，有時候是以一種淺意識的方式�Cialdini觀察到商人

在促銷他們的產品前常常會對他們的客戶很友善，把他們當作朋友一樣。在特定的狀況下，相

信他人可能帶來控制和利用的危險。

另一方面，嚇阻信任(Deterrence-based trust)是以一貫的行為態度為基礎，意思是人們會跟

隨他們承諾將會去做的事，如此的行為一致性是怕如果一致性和承諾沒有做到，會產生的有威

脅性的後果。承諾使用這樣的定義聽起來有點自相矛盾，而且它確實有強烈的隱含意義�它是與

權力相關的。然而它和識別信任(identification-based trust)有著有趣的並列關係。Thompaon把人

們的態度形容為為合法的合約或是監督的形式來作為嚇阻信任的例子。識別信任是以內在的動

機運行，跟它相比，嚇阻信任要花更多精神來維持，因為它需要人們順從外在的監督。此外，

發生事與願違的事是可能的，因為從心理的層面來說，當人們察覺有人在控制他們的行為或限

制他們的自由的時候，常常會有消極的表現。嚇阻信任和識別信任可形容為強硬或柔軟方式的

權力。

IV. 結論

權力與信任是從不一樣的來源衍生出的複雜現象，可以在談判中產生多樣的方式。把它作為策

略，它的力量和限制高度地以談判環境和參與者的活力為條件。如前所述，這兩個概念在特定情況下

會有重疊。假設權力與信任在談判與做決定時是重要的，希望這篇報告讓大家有更細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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